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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金融政策如何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发展 

——来自“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证据 

顾江寒 柴华奇
1
 

(西北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72) 

【摘 要】：借助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准自然实验”,基于 2004—2019 年中国内地地级市面板数据，使用

双重差分法评估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试点政策显著促进绿色创新发展，且随着

试点政策的不断推进，这种促进作用呈现持续增强的动态演化规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

进作用通过拓展公共科技金融资源和市场科技金融资源得以实现。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创新资源投入越丰富、创

新能力越强的城市，这种促进作用越显著。试点政策不仅有助于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还有利于提高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研究结论可为试点政策的进一步推广提供有效支撑，并为城市绿色发展提供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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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20 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 75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简称“3060”目标)。”“3060”目标不仅是对《巴黎协定》承诺的进一步践行，更是新冠疫情下全球经济复苏

的一场“绿色复苏”革命，展现了中国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这就需要对更多绿色技术项目进行全面投资[1]。

众多研究表明，绿色创新通过控制排放、减少污染、节约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和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等多种路径促进经济发

展
[2,3,4]

。鉴于绿色创新对国家综合实力提升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任何国家都无法回避绿色创新需求。为实现“3060”目

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国需要让更多企业参与绿色创新。 

然而，中国绿色创新发展在投入、外部环境及效率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金融体系和科技创新体系的有

效融合[5]。科技和金融结合的目的在于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6]。为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增强自主创新能

力，2010 年科技部主导开展“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工作，并于 2011 年 12 月确定首批试点城市，其中东、中、西部城市

均有所涉及，这些城市有一定的政策代表性。截至 2015 年末，各试点城市相继出台政策近 360项，提出未来要从多个方面为技

术创新提供金融支持。国内众多学者研究发现，科技金融能够助力城市经济和创新发展[7,8,9]。那么，科技金融能否激发绿色创新

活力，促进绿色创新发展，加快实现“3060”目标，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如果有，其作用机制是什么?如果没有，又是何种因素阻

碍科技金融驱动绿色创新发展?应该如何降低其负面影响? 

                                                        
1作者简介：顾江寒(1989—),男，陕西西安人，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创新与经济增长;柴华奇

(1968—),男，陕西西安人，博士，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0YJC790029);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20JT065);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2020D026);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项目(2020M683690XB) 



 

 2 

鉴于此，本文基于 2004—2019 年中国内地地级市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科技金融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

响。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从绿色视角分析科技和金融结合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不仅能够丰富绿色创新研究理

论，还有助于拓展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经济效应评估文献，为科技金融政策大范围推广提供重要依据。第二，在评估方法

上，由于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于各城市而言是一次“外生冲击”,因此使用双重差分法能够有效考察科技金融的绿色创新

效应。相比于其它文献[9],本文克服相关政策对计量结果的干扰，能够获得更加精准的研究结论。第三，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在

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深化科技金融结合政策不仅可以提升绿色创新水平，还有助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助推绿色经济发

展。 

1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1 文献评述 

本文从科技金融测度和经济效应两个方面对文献进行梳理：第一，科技金融测度。科技金融资源包括公共科技金融资源和市

场科技金融资源两种，其中公共科技资源金融以政府财政科技支出为主，市场科技金融资源主要来自金融科技贷款、创业风险投

资和资本市场投入等
[7]
。汪淑娟和谷慎

[10]
使用公共科技金融与市场科技金融的加总对科技金融进行测度，研究科技金融对中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相比单一指标，徐玉莲等[11]从总量、绩效、结构、环境 4个维度构建科技金融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张芷若

和谷国锋[8]从资源、经费、融资、产出 4个维度构建科技金融综合评价体系，并对科技金融与经济发展耦合度进行了测算。第二，

科技金融经济效应。汪淑娟和谷慎[10]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5个维度分析科技金融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发

现科技金融能够显著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对创新的提升作用最为显著；马凌远和李晓敏(2019)基于省级城市面板数据

研究发现，科技金融政策通过改善金融发展效率、加大政府支持力度提升城市创新水平；郑石明等(2020)以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

试点政策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科技金融对创新具有直接和间接驱动作用；冯锐等
[9]

的研究表明，科技金融政策有助于提高融资能力和创新水平，进而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促进作用；冯永琦和邱晶晶[11]的研究

表明，科技金融政策有助于提升公共科技金融发展水平，进而促进城市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 

本文梳理已有文献发现，当前关于科技金融政策对绿色创新影响的研究较少。绿色创新是实现“3060”目标的驱动力，也是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因此研究科技金融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1.2 理论假设 

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从以下两个方面对绿色创新产生促进作用：第一，缓解科技型企业融资约束，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在信贷市场，银行更加偏好实力雄厚的大企业[13],对中小型科技企业的支持力度较小，由此严重束缚了企业创新积极性。绿色技

术创新项目具有研发周期长和收益不确定等特征，相比普通项目，其时常面临更加严重的融资约束难题[14]。融资约束不仅是企业

启动创新项目的决定性因素，而且对创新成果质量也有十分重要的影响[15]。马凌远和李晓敏(2019)的研究表明，大幅提升以政府

投资为主的公共科技金融资源供给，有助于缓解试点城市企业融资约束难题；冯永琦和邱晶晶[12]研究发现，科技金融政策不仅能

够拓展公共科技金融资源，而且还有助于促进金融发展水平提升。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中关村科技担保已为企业提供

超过 1700亿元的债务担保服务。由此可见，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够缓解融资约束难题，进而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第二，加速创新

成果转化，挖掘创新市场价值。技术成果转化是将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环节，也是实现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

撑。金融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力量，但我国目前缺乏完善的金融体系，无法有效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1]
。因此，政府的

引导作用至关重要。2015 年《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进行了多条增补，增补内容强调未来要加大财政资金投入，推动科技成果

转化。科技和金融试点政策的实施使知识产权投融资体系不断完善，科技创新成果得以更好地实现财富化(郑石明等，2020),从

而进一步提高企业创新意愿，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根据上述分析，试点政策实施有利于促进绿色创新发展。那么，创新主体是否更愿意进行绿色创新?Zhang 等
[16]
研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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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问题愈发严重情形下，利益相关者(如消费者、政府、金融机构和其它社会团体)均会鼓励或迫使企业承担可持续经济增长

的责任。具体而言，消费者对污染产品的抵制促使企业不断改进生产工艺和产品，以实现绿色技术创新；政府和社会对环境的监

管促使企业不断改进内部流程，以更好地实现绿色创新
[17]
。相应地，企业可通过绿色创新获取更多资源和利益，如良好的政府关

系、更高的社会声誉和更大的市场份额等[18]。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相比于非试点城市，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有助于促进试点城市绿色创新发展。 

无论是缓解融资约束、激发创新活力还是加速创新成果转化、挖掘创新成果的市场价值，均离不开政府的引导作用。与发达

国家相比，中国金融市场发育仍不成熟，亟需一个结构完整、功能齐全的政策性金融体系支持科技创新(郑石明等，2020)。充分

发挥政府支持和引导作用，调动多层次金融资源，通过科技银行、科技保险、融资担保和创新基金等多种融资方式缓解科技型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16],可以有效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尤其是在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初期阶段，创新具有公益性特征，相比市

场科技金融资源，政府公共科技金融资源为企业提供直接金融资本，发挥主导作用(芦锋等，2015)。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有助于拓展公共科技金融资源，进而促进绿色创新发展。 

此外，政府金融资源投入具有信号传递效应，其通过扩散创新信息，能够撬动更多金融资源投入，发挥杠杆作用[16]。除公共

科技金融资源外，创新型企业还能获得信贷市场、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主体的科技金融资源。从信贷市场看，在科技金融政策实

施的前两年，全国共设立 21家科技支行，专门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这21家银行全部位于试点城市[19]。从资本市场

看，截至 2018 年，有近百只创投基金在试点城市设立，总规模高达 130 亿元(马凌远等，2019)。此外，国外风险投资基金和风

险投资管理公司进入国内，不仅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金支持，而且其先进的管理理念更有利于提高创新成功率[19]。据

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有助于拓展市场科技金融资源，进而促进绿色创新发展。 

2 研究设计 

2.1 基准模型设定 

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于 2011年和 2016 年分两批实施，在时间和城市层面上为政策效果评估提供了两次差分的绝佳机会。

因此，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法研究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基准模型构建如下： 

 

其中，t表示第 t年；i表示第 i个城市；Greeninn 为被解释变量，本文使用人均绿色专利授权量衡量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

创新的影响；Control 为控制变量；μi为城市固定效应；λ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残差项；Pilotpolicy为本文核心解释变量

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系数 α2为重点关注对象，用于衡量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净效应。如果 α2显著为正，说明试

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2.2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重点研究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并对试点政策促进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和异质性进行分析。由于绿色创新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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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城市其它经济变量的影响，因此本文引入一系列影响绿色创新的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定义见表 1。 

表 1相关变量定义及测量方法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测量方法 均值 标准差 

Greeninn 人均绿色专利数(个/万人) 绿色专利授权量/年末总人口 0.5840 1.7103 

Pilotpolicy 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 科技金融试点政策实施城市 0.0696 0.2981 

lnpgdp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ln(人均 GDP) 9.9837 0.9152 

urb 城市化水平 非农业人口/年末总人口 0.4323 0.3412 

ind 产业发展水平 第三产业 GDP/年末 GDP 0.4101 9.4122 

fin 金融发展水平 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年末GDP 2.0132 1.4246 

hc 人力资本(人/万人) 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从业人数/年末总人口 25.3722 97.5568 

gov 政府干预程度 政府财政支出/年末 GDP 0.1920 0.3122 

ifdi 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外商实际投资额/年末GDP 0.0412 0.2047 

env 环境污染 ln(二氧化硫排放量) 10.9176 1.5696 

 

(1)被解释变量： 

绿色创新。专利包含科技信息，可以较好地反映创新活动产出情况，是衡量城市创新水平的可靠性指标[20]。参考韩先锋等[21]

的研究，本文使用绿色专利授权量衡量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具体用“绿色专利授权量与城市总人口的比值”表征，即用城市人均

绿色专利数衡量绿色创新水平。 

(2)核心解释变量： 

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试点政策于 2011 年和 2016 年分批次实施，其中有 41个城市为首批试点城市、9 个城市为第二

批试点城市[12]。本文将这 50个城市设置为实验组，其它城市形成对照组。本文设置Pilotpolicy 变量，对 2011 年和 2016年实

施试点政策的城市赋值为 1,其它赋值为 0。 

(3)控制变量。 

为研究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参考马凌远和李晓敏(2019)、郑石明等(2020)和韩先锋等
[21]

的研究，控制以下

变量：①在绿色创新过程中，城市发展水平越高，优质企业越愿意主动进行创新，而且更高的文化物质需求也会倒逼企业创新，

因此本文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加以控制，用人均 GDP 对数值衡量，②城市化水平，用城市非农业人口占比衡量。城市化水平越

高，意味着人力资源越丰富，创新人力资本投入越容易获取；③产业发展水平，用城市第三产业产值占城市的GDP 比值表示，较

高的产业化发展水平有利于倒逼企业创新；④资本投入是创新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金融发展水平对创新主体资金筹集有

重要影响，因此本文用“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年末 GDP”的比值反映金融发展水平；⑤城市人力资源越丰富，越

容易培养出科研人才，因此本文用“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从业人数/年末总人口”计算得到的科技人才普及率衡量城市人力资本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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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干预在创新外部环境构造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本文用“政府财政支出/年末

GDP”的比值衡量政府干预程度；⑦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用外资额占当年 GDP的比值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反映城市对外开放程度，

对创新既有可能存在挤入效应，也有可能存在挤出效应；⑧城市环境污染，用城市二氧化硫排放量对数值衡量，政府十分重视生

态文明建设，相继颁布了一系列环保政策应对城市环境污染问题，这些环保政策均有助于推动绿色技术创新。 

2.3 数据说明 

本文基于 2004—2019 年中国内地 28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起始年份设

为 2004 年的原因在于，第一批试点城市名单于 2011 年 12 月公布，因此将 2012—2019 年设为政策实施期。作为对照，将2004—

2011 年设为政策未实施期，同样包含 8个年份。本文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3 实证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 

首先，根据基准模型检验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水平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 2,各列均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

效应。从中可见，第(1)列试点政策估计系数值为正，且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初步表明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在控制一系列控制变量后，第(2)列试点政策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说明试点政策推动了绿色创新发展。此外，第(3)列对人均绿

色专利数进行滞后一期处理，第(4)列和第(5)列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人均实用新型绿色专利数和人均发明绿色专利数。结果发

现，在考虑专利授权滞后性和绿色专利类型后，试点政策估计系数值均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试点政策显著推动了绿色创

新发展。 

表 2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Greeninn Greeninn l.Greeninn Greeninn_um Greeninn_inn 

 (1) (2) (3) (4) (5) 

Pilotpolicy 2.3172*** 2.0143*** 1.9901*** 1.8643*** 1.5566*** 

 (24.33) (23.23) (22.17) (23.66) (21.66) 

lnpgdp  0.3152*** 0.2538** 0.1963*** 0.1719*** 

  (3.99) (2.32) (4.67) (3.88) 

urb  1.7215*** 1.5167*** 1.1481*** 1.2413*** 

  (10.18) (9.11) (12.63) (11.46) 

ind  0.0121*** 0.0117** 0.0142*** 0.0097*** 

  (4.76) (2.07) (4.12) (3.21) 

fin  0.6311*** 0.4241*** 0.1647*** 0.1424*** 

  (5.14) (3.29) (3.67)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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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  0.0005** 0.0003** 0.0003** 0.0002** 

  (2.47) (2.16) (2.09) (1.99) 

gov  -0.2172 -0.1059 -0.9502 -0.5250 

  (-1.52) (-1.08) (-1.19) (-1.66) 

env  -0.0002 -0.0002 -0.0002 -0.0002 

  (-0.66) (-1.41) (-1.01) (-0.98) 

fdi  0.2016 0.1035 0.1066 0.1550 

  (1.43) (1.50) (1.32) (1.19)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0318
*
 -2.0113

***
 1.0854

**
 -2.4563

***
 -3.5634

***
 

 (1.89) (-4.07) (2.13) (-4.56) (-4.97) 

N 4528 4528 4245 4528 4528 

R2 0.3712 0.4525 0.3456 0.4535 0.2654 

 

注：①***、**、*分别表示在1%、5%和 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②括号内为 t值，下同 

3.2 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和动态分析。 

进行试点政策创新效应评估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如果不存在试点政策的冲击，试点城市和非试点城市之间的创新发展趋势

应该一致。本文可能存在如下质疑：实验组城市在试点政策实施之前就比对照组城市有着更高或更低的绿色创新发展水平，如果

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之间的绿色创新发展趋势在之前就存在系统性差异，那么前文基准回归结果就可能有误。 

鉴于此，参考 Howell[22]的研究，本文在试点政策实施前后设置多个年份虚拟变量，将其作为解释变量纳入基准回归模型，

并绘图展示年份虚拟变量回归系数和 5%置信区间。若在试点政策实施前年份虚拟变量置信区间包含 0,则说明试点城市与非试点

城市在之前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即二者之间不存在系统性差异。具体而言，以政策颁布当年为基期，设置试点政策实施前 3年至

后 6年的年份为虚拟变量，将其回归系数和置信区间通过绘图表示(见图 1)。从中可见，在试点政策实施前，估计系数置信区间

包含 0。这说明：一方面，在试点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和实验组绿色创新发展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另一方面，在试点政策实施后，

年份估计系数为正且置信区间不包含 0,说明试点政策对试点城市绿色创新发展起促进作用。此外，从动态视角看，随着政策的

不断推进，绿色创新系数值逐渐增大，且呈现边际效应递增规律，说明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持续增强的动态演化规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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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平行趋势检验与动态分析 

(2)安慰剂检验。 

平行趋势检验初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即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存在另一个疑

问：估计结果显著性可能源自一些其它随机因素，而非试点政策的作用。鉴于此，参考 Cantoni等[23]的研究，通过安慰剂检验试

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积极作用是否由其它不可观测因素所导致。第一，任意选取 50个城市作为处理组。第二，剔除首尾年份后，

任意选取 2005—2018 年中的某一年份作为政策起始年份。第三，对抽取数据进行 500 次回归，并对 500次试点政策回归系数进

行统计，绘制带基准回归试点政策估计系数的核密度图(见图 2)。结果发现，基准回归结果(虚线)位于右侧，仅有少数值位于虚

线右侧，因此排除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推动作用源自随机因素的可能。 

(3)省份时间趋势。 

在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中，各省份均会制定促进城市创新发展的相关政策，并积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各省份创新发展支

持政策不同，对创新发展的影响结果也不同。本文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纳入省份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对各省份随时间变化的其它

因素加以控制。表 3第(1)列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省份时间固定效应后，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仍具有积极推动作用，验证了前

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图 2安慰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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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排除极端值的影响。 

对于基准模型回归结果，极端值的存在可能会影响其稳健性。原因在于，个别城市具有较好的创新投入条件、创新发展环境

和创新基础，导致部分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水平远高于其它城市，而部分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极低。如果纳入这样的极端值样本，前

文估计结果有可能存在偏误，会使研究结论可信度大大降低。因此，对绿色创新进行 1%、2%和 5%的缩尾处理，估计结果见表 3

第(2)列～(4)列。以第(2)列为例，对绿色创新指标进行 1%的双侧缩尾处理，发现试点政策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验证了本文研

究结论的稳健性。第(3)列和第(4)列对绿色创新进行2%和 5%的双侧缩尾处理，结果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5)更换被解释变量测量方式。 

在基准回归模型中使用人均绿色专利授权量衡量绿色创新发展水平。本文更换绿色创新计算方式，采用城市绿色专利授权

量的对数值表征。鉴于部分城市存在当年未获得绿色专利的可能，因此对绿色专利授权量加 1后再取对数值，将其纳入基准模型

重新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3第(5)列。从中可见，在更换绿色创新指标衡量方式后，试点政策依然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进一步强化了本文研究结论。 

(6)PSM-DID。 

为进一步消除城市个体差异可能造成的计量结果偏误，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缓解个体差异，以期获得更加有效的试点

政策绿色创新溢出效应。具体而言，采用卡尺匹配法为试点城市匹配对照城市，半径为 0.001,匹配前后的标准化偏差结果见图

3。由图 3可知，在匹配后，各特征变量的偏差位于 0附近，所得面板数据相对均衡，表明个体差异在使用匹配方法后得以缓解。

进一步，根据匹配数据和模型(1)的设定，重新考察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见表 3第(6)列。从中可见，试点政策估计

系数仍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图 3匹配前后标准化偏差 

(7)排除其它政策的干扰。 

2012 年 3月起，浙江温州设立全国第一家国家级金融试验区。此后，多个国家级金融试验区在不同城市设立，涉及中国 42

个城市。研究表明，试验区设立有助于优化金融资源配置[24]。如果金融试验区的设立为一次性进行，那么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可以

剔除其对本文计量结果的干扰。但是，金融试验区的设立从温州开始，分城市、分时段逐渐在全国铺开。在这种情况下，设立金

融试验区的城市金融资源将发生明显改变，且这种改变会对试点政策创新效应造成干扰。鉴于此，为控制金融试验区成立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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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造成的干扰，本文设立金融试验区虚拟变量(reform),将其纳入基准回归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3第(7)列。从中可见，在控制

金融试验区设立的影响后，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仍具有显著推动作用，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表 3稳健性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Greeninn Greeninn_w1 Greeninn_w2 Greeninn_w5 lnpatent Greeninn Greeninn 

 (1) (2) (3) (4) (5) (6) (7) 

Pilotpolicy 1.8162
***
 1.6315

***
 1.4867

***
 1.7201

***
 1.4521

***
 1.1452

***
 1.2341

***
 

 (19.17) (24.15) (21.41) (25.52) (3.67) (4.12) (21.20) 

reform       1.1141*** 

       (10.6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时间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常数项 -3.3452** -4.5634*** -3.4352*** -2.3425*** 1.4325*** -1.4235*** -3.3674*** 

 (-5.15) (-5.18) (-4.12) (-6.12) (4.18) (-7.19) (-7.23) 

N 4528 4528 4528 4528 4528 4528 4528 

R2 0.4147 0.3314 0.3143 0.3354 0.3012 0.2345 0.3843 

 

3.3 机制检验：科技金融资源视角 

上述研究表明，试点政策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提升。那么，试点政策是如何驱动绿色创新发展的?在政府政策主导下，

创新型企业能够获得更多公共科技金融资源和市场科技金融资源，这些资源是否成为试点政策推动绿色创新发展的作用渠道?为

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科技金融资源作用机制进行验证。第一步，检验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发展的影响，结果

见表 2第(2)列，发现试点政策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创新发展。第二步，检验试点政策对中介变量的影响。以科技投入强度反映政

府公共科技金融资源，计算方式为“科技支出/财政支出”。另外，参考汪淑娟和谷慎
[10]
的研究，对市场科技金融资源进行衡量，

并采用“市场科技金融资源/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表征市场科技金融资源投入强度(inputmar),估计结果见表 4

第(1)和第(3)列。从中可见，试点政策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试点政策促使政府和市场加大了对科技型企业的投资力度。第三步，

同时检验公共科技金融资源和市场科技金融资源对绿色创新发展的推动作用，结果见表 4第(2)列和第(4)列。从中可见，试点政

策和中介变量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公共科技金融资源和市场科技金融资源是试点政策作用于绿色创新的重要路径。 

表 4机制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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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变量 inputgov Greeninn inputmar Greeninn 

 (1) (4) (2) (3) 

Pilotpolicy 0.0108*** 1.0543*** 0.0074*** 1.8345*** 

 (5.23) (12.03) (4.12) (21.01) 

inputgov  0.8556***   

  (3.12)   

inputmar    1.8045*** 

    (3.5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3452*** -3.5363*** -2.6574*** -8.5342*** 

 (5.10) (-5.10) (-5.19) (-4.76) 

N 4528 4528 4528 4528 

R2 0.2452 0.2435 0.2456 0.3533 

 

4 进一步分析 

4.1 异质性检验 

在试点政策实施过程中，虽然政府可以引导市场科技金融资源优化配置，进而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发展。但是，一方面绿色创

新发展建立在现有创新投入的基础上，试点城市颁布的相关配套金融政策不同，创新投入水平也不同；另一方面，城市创新能力

对绿色技术创新产出有直接影响。因此，城市创新投入和创新水平是影响试点政策绿色创新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 

(1)创新投入的影响。 

创新投入主要包括人力投入和资本投入。一方面，科技创新依赖科学知识增长，其高投入特点需要金融资本的大力支持，当

城市创新资源投入比较丰富时更容易进行科研活动，更能加快绿色创新发展；另一方面，丰富的创新资源投入蕴含着更大的市场

价值，更容易激发创新主体活力，使创新主体在竞争环境中提高绿色创新水平。为检验创新投入对试点政策绿色创新溢出效应的

影响，本文选取人力投入和资本投入作为城市创新投入的代理变量，并根据城市科研人员数量样本均值，将人员投入划分为高人

力投入和低人力投入两种。类似地，将资本投入划分为高资本投入和低资本投入，回归结果见表 5第(1)～(4)列。从中可见，高

人力投入和高资本投入试点政策回归系数值分别高于低人力投入及低资本投入试点政策估计系数值，表明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

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即创新资源投入越大，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推动作用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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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新能力的影响。 

事实上，即使科技金融资源十分丰富，企业脱离自身创新能力也容易出现错配。因此，本文根据城市人均绿色专利数均值，

将样本城市划分为高创新能力组和低创新能力组，回归结果见表 5第(5)～(6)列。从中可见，试点政策对高创新能力城市绿色创

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对低创新能力城市绿色创新的推动作用相对较弱，进一步表明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具有明

显的异质性。 

表 5异质性分析结果 

解释变量 

人力投入 资本投入 创新能力 

高(1) 低(2) 高(3) 低(4) 高(5) 低(6) 

Pilotpolicy 2.3542*** 1.1539*** 1.6945*** 0.7834*** 2.5436*** 0.3215*** 

 (10.45) (13.43) (5.27) (9.03) (10.33) (5.1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4.3452
**
 0.2435 -5.6563

*
 -0.4563

*
 -8.3452

***
 -0.4525

***
 

 (2.32) (1.45) (-1.79) (-1.65) (-4.19) (-3.21) 

N 1105 3423 1268 3260 1655 2873 

R2 0.4411 0.4255 0.4123 0.3342 0.4324 0.4532 

 

4.2 绿色创新溢出效应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点最终应放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本文采用SBM模型计算各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

其中投入和产出指标参考陈浩等[25]的研究，借鉴中介效应回归思路，进行逐步回归。由表 6第(1)列回归结果可知，绿色创新能

够显著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2)列将试点政策和绿色创新同时作为解释变量纳入回归模型，结果发现绿色创新估计系数显

著为正，而试点政策估计系数却不显著。综上可知，试点政策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效应需要通过绿色创新传导，即试点政策

有助于提高试点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水平，从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5 结语 

5.1 研究结论 

绿色技术创新需要科技和金融的有效结合，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出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准自然实验”机会，有助

于精准考察科技金融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作用。本文基于 2004—2019 年中国内地地级市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探讨科技金融

政策对试点城市绿色创新发展的驱动作用。结果发现，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试点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水平，且随着政策的不断推

进，这种促进作用呈现持续增强的动态演化规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通过拓展公共科技金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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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市场科技金融资源得以实现。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这种促进作用受城市创新投入和创新能力的影响，创新资源投入越丰

富、创新能力越强的城市，试点政策绿色创新的推动作用越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试点政策不仅提高了试点城市绿色创新发展

水平，还能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表 6绿色创新的经济效果 

解释变量 gtfp gtfp 

 (1) (2) 

Greeninn 0.0762*** 0.0619*** 

 (6.15) (5.21) 

Pilotpolicy  0.0023 

  (1.4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4255*** -5.4525*** 

 (6.42) (-4.12) 

N 4528 4528 

R
2
 0.3940 0.3214 

 

5.2 政策启示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供如下启示。 

(1)本文研究结论为在全国更多城市推广科技金融政策提供了重要政策依据。国家加大科技金融支持力度，实现绿色技术与

资本有效对接，可以持续提升绿色创新水平和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由此可见，应在更多城市落实科技金融结合政策。 

(2)除政府为主的公共科技金融资源外，市场科技金融资源同样是科技金融政策促进绿色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政府

在增加公共科技金融资源的同时，应完善金融配套设施与服务，积极调动市场投资主体的积极性，探索多种类型的金融资源支撑

模式。 

(3)各城市需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灵活执行科技金融政策，避免“一刀切”。尤其是对于创新禀赋较差区域，需要优先强化

区域创新环境，争取早日实现科技金融政策对区域绿色创新促进效应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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